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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图像修辞的生活世界核心
1
 

约伦·索内松/文 

梅林/译 

 

摘要：修辞是目前存在的几种视觉符号学的系统研究方法之一。在本文中，

我们表明它应该基于理所当然的世界的人类学普遍性、以及特定的社会特性，

这些特性决定了以我们日常经验为起源的基本范围中哪些价值的排名最高。我

们也表明一些关系，比如指示性、对立、虚拟性和社会范畴，是用以使修辞手

法造成的断裂的效果变得彻底。我们的模式试图解释为什么在给定的情况下，

一些陈述会比另一些更有修辞性。 

 

在人类科学中，符号学（以及符号学中很著名的部分，语言学）有一个独

特的特点，那就是它建立了其试图分析的对象的模式，然后与研究对象的相遇

中对模式加以修改。这些模式体现了一些关于意义如何产生的特定理论。在图

像符号学的例子中，有三个已经存在一段时间的主要的符号学模式：格雷马斯

学派（Greimas school），列日学派（Group μ），以及魁北克学派（Quebec 

school）；然而，根据费尔南德·圣马丁（Fernande Saint-Martin 1994:2）的说

法，人们也可以区分出以当下作者为代表的第四学派，她称之为“瑞典学派

（Swedish school）”。在这篇文章中，我将通过引用其他“学院成员”的工作，

在某种程度上证实她的观点（Castro 1996; M. Johansson 1996; T.D. Johansson 

1996;  Marner 1994; 1996a, b; person 1996）。从这个意义上说，下面的内容是要

描述这个学派的一些核心问题。在之前的一些出版物中，我试图描述上述三个

学派的模式（Sonesson 1992a, c; 1993a,b; 1996a）；简而言之，根据格雷马斯模

式，所有的图像意义都来自与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s），这些项（terms）

被分成两个系列，用以分离划分图片的至少两个域（fields）；魁北克学派认为

视觉意义体现在拓扑学（topological）和格式塔（Gestalt）术语中；而列日学派

认为图像的意义来自于被设定为所有图片都适用的规范（“一般规范” general 

norms）所带来的断裂，或者来自于它们所僭越的图片的规范（“局部规范”

local norms）。在某些方面，这些模式似乎是不可还原的；甚至有可能它们中

的每一个都更容易分析某些类型的图片（cf. Sonesson 1992a, c; 1993a, b）。然

而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整合不同模式的特性，构建一个具有更广泛的应用

 

1 原文：Sonesson, G. (1996). Approches to the Lifeworld core of pictorial rhetoric. In Visio. La 

revue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 semiótique visuelle, 1:3, 4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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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更坚实的理论基础的综合模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将涉及从模式的基本

述 语 （ predicates ） 开 始 ， 如 “ 对 立 ” （ opposition ） ， “ 构 造 ”

（configuration），“僭越”（transgression）等等。在这个过程中，这些述语

的含义将会明显地改变。 

 

1. 规范的辩证法及其僭越 

在比魁北克学派所设想的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构造自然是所有感知的基础，

因此也是图像视觉的基础，就像每个孩子在经历欧几里得空间之前的拓扑空间

一样（cf. Sonesson 1992b; 1993a）。格式塔（Gestalts）有时可能从结构关系中

出现，或被结构关系所覆盖，或者作为“良好规范（good forms）”，或者作为

“原型”（prototypes），它们通常作为规范的实例，使与之相对的偏离

（deviations）变得可见（cf. Sonesson 1989a; 1992a）。而对立与规范的僭越之

间的关系则不那么明确。一方面，作为一种对比（contrasts）而被意识到的对立，

可能是打破规范的一种特殊情况：正如雅柯布森在他关于选择轴的等效投影的

概念中所表达的那样，对立的相似性比预期更多。但这似乎也是可行的，例如，

把意义的修辞生产（rhetorical production）当作一个特定的对立的例子，在这种

情况下，其中的一个项作为预期或是规定的一部分，是给定的，而另一项则是

新出现的，意想不到的，在此时此地产生的。我们将在下文探讨后一种可能性。 

 

1.1 反对同位素（isotopy）：作为常态的规范 

修辞是指通过打破规范的途径来生产意义的方式。这就意味着修辞模式不

可能是意义的整体模式：某些意义已经体现在被修辞所覆盖的规范中。在视觉

领域，这并不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它只是意味着与音韵学（phonology）相

对，但就像视觉结构一样（如索内松 1989a 对列维-施特劳斯和格雷马斯学派的

反对），修辞是“调节的”（regulatory）而非“构成性的”（constitutive），

也就是说，它能调节一个已经存在的意义，而不是重新创造一个新的意义。在

这个意义上，构造是视觉意义的基本组成部分；然而，作为应用于视觉世界的

图像符号过程的操作和对于视觉世界意义的改变来说，可能对立和僭越更为重

要。 

在构建视觉修辞的过程中，列日学派实际上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如何在普

通的、非修辞的环境中创造意义，建立起了一种否定修辞的原则。在他们看来，

形式（forms）、质感（textures）和色彩（colours）是视觉意义的三大要素。这

些因素在某种程度的分析中可能是相关的，也可能不是，但真正的问题于：他

们关注的是构成一种“规范”的因素，以及形成对这种规范“僭越”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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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日学派的研究中（例如在讨论局部和普遍零级（zero levels）的时候，

1992: 262ff），规范的概念同格雷马斯的同位素（isotopy）概念紧密地结合在

一起。但是，正如格雷马斯（1966: 96; 1970: 10, 188; 1972: 8）和列日学派

（1977:30ff）反复强调的那样，同位素涉及到了冗余（redundancy）和连贯性

（coherence），作为一种形式的操作，它仅仅产生一组无序的语义（lexemes），

或更确切地说，一组无序的语义特征。事实上，在列日学派后期的研究中，典

型的标准、冗余以及同质性（homogeneity）被用来定义规范，而不是用同位素

本身来定义：同位素被认为包含了“在给定的水平上的同质性（l’homogénéité 

d’un niveau donné des signifiés）”，这相当于“在语言领域的冗余（redondance 

de sémes /…/ dans le domaine linguistique）”以及“在视觉领域的变化的决定性

或 同 质 性 的 冗 余 （ redondance de déterminations ou homogénéité des 

transformations dans le domaine visuel）”。 

在传播的数学理论中，冗余代表的是完全可预测性，这显然指的是信息接

收者对期望的相对确定性（至少是理想化的情况）。当格雷马斯（1966:96）谈

到被“确认（confirmed）”的同位素时，以及当列日学派（1992:225）谈到节

奏（rhythm）“创造了一种可以令人满足或失望的期待（crée une attente, qui 

peut être comblée ou déçue）”的时候，同样的主体期望某事发生的概念再次出

现。因此，考虑到它在时间上的可能实现，这里的中心概念不应该是冗余，而

应该是“期望”（expectancy）。这一概念在布鲁纳和波斯特曼（Bruner & 

Postman）的假设检验（hypothesis-testing）的模式中得到了体现，随后被所谓

的建构主义者们发展，根据这个模式，感知在解释系统的帮助下，包含于填补

感觉的不完整证据中（cf. Sonesson 1989a, III.3.3.; 1996a），与此同时，伴随着

对于经验的连续性的强调，感知也出现于胡塞尔的时间意识（ time 

consciousness）的概念之中，从一个时间点投射出它的延伸（protentions）和滞

留（retentions），随后被符号学布拉格学派翻译到社会领域。 

一旦我们以预期的标准来设想规范，而这个预期被认为是“正常的

（normal）”的话，我们就会意识到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会期望事情发生改变，

而不是继续保持不变，也就是说，我们不会期望同样的单位（unit）再次发生。

我们当然希望整个人体都是人类，但是我们也期望它从头部到躯干、手臂和脚

在特定的地方、连结和数字方面发生变化。一幅把梅·韦斯特（Mae West）

（译者注：出生于美国纽约布鲁克林，演员，编剧。原名玛丽·简·韦斯特，出

生于美国纽约布鲁克林，演员，编剧。她有一双非常丰满的乳房，后来在好莱

坞，凭着天赋身材红极一时，是上世纪 30 年代中期美国薪酬最高的女人，人们

称她为“银幕妖女”。）的胸部、一张将军的脸、一个足球运动员毛茸茸的腿连

在一起的照片无疑是不正常的（Groupe μ 1978:18），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另一



 

263 

 

张展示梅·韦斯特胸部的图片上，其他身体部位本也应该出现（但是并没有）。

为了正确地分配预期的重现（recurrences）和非重现（non-recurrences），需要

一种解释的方案而不是同位素。 

尽管格雷马斯使用有趣的故事来介绍同位素的概念，这个概念也体现在许

多列日学派讨论的图片之中，但其整体结构实际上在于让我们期望改变——以

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这意味着我们期待着意想不到的发生（Sonesson 

1988; 1990; 1996a）。在图像艺术的领域，现代主义的机制就是如此，它不断产

生新的差异，一次又一次地让我们期待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cf. Sonesson 

1994b）。当然有可能反驳说，随着现代主义在创造新运动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现代主义冗余地重复着自身；而且，当笑话达到断裂点之时，现代主义继续传

递着“笑话”的意思。然而，即使在某种抽象的层次（“人类”）上预期有重

现，有趣的事情可能恰恰是预期的部分（“头”而不是“脚”），等等。 

如果我们根据定义，把这个术语当作一组无序的冗余特征，那么将附加

（adjunctions）、抑制（suppressions）、替代（substitutions）以及尤其是排列

（permutations）应用于同位素是完全荒谬的。不管我们是否如列日学派

（1992:303）所言，将马格利特（Magritte）的《屈辱》（Le viol）（译者注：

画中人以乳头为眼睛，肚脐为鼻子，性器官为嘴巴，整张脸由一个女性身体的

正面组成。）作为一个简单的排列来分析，将胸部放在本来应该是眼睛所在的

位置，或者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说的（Sonesson 1989a; 1992a），作为一个把整个

女性躯干投射到脸部的更复杂的投影；在这两种情况下，对于眼睛和胸部来说，

同位素没有发生断裂，以及脸和躯干，都形成了同样的同位素，我们可以称之

为“人体”，甚至是“女性身体”，因为我们的文化承认这种发型和胸部是女

性的。 

因此，我们需要的不是同位素的概念，而是像解释方案这样的概念，它解

释了人们对世界的组织方式的期望，允许人们将这种期望与实际情况进行比较。

这个概念在列日学派（1992:99ff, 149ff, 291ff）对于帕尔默（Palmer）的感知信

息处理（perceptu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模式的讨论中得到了预示，根据这

个模式，对象被组织成部分，通过“从属（subordination）”与整体相关，并被

整合到更多的扩展对象中，通过“上位（superordination）”与它们相关；除此

之外，它们还有所谓的全局属性（global properties）分布在整个扩展上。列日

学派甚至建议，应该在模式中加入同级单位之间的关系，“协调（ co-

ordination）”，以及单位之间的时间关系，“预定（pre-ordination）”。 

因此，基于库斯勒（Koestler）的合弄结构（holarchy）（译者注：库斯勒

认为自然界的东西大多是由合弄结构层层嵌套组成的，比如人体、器官、组织、

细胞等。每个合弄结构中有“合弄 holons”，合弄是独立自主的个体，但是他



 

264 

 

们又为了所在合弄结构的功用而互相协作）的概念、本维尼斯特的分布

（distributional）和整合（integrative）的关系、罗施（Rosch et al. 1976:383）的

基本层次（basic levels）的概念，这个模式与我所引入的（ cf. Sonesson 

1989a,I.3.2 ）模式相似。不同之处在于，我没有考虑到“预定（ pre-

ordination）”，列日学派（1976:383 等等）没有考虑到罗施关于组织层次存在

的证据，一个“基本层次”，是有特权的，因为它描述了“本质上独立的事

物”。此外，列日学派的全局属性的概念被证明是非常有限的，它更像是我

（ cf. Sonesson 1989a,I.3.4. ） 跟 随 莱 比 锡 学 派 的 “ 整 体 心 理 学 ”

（Ganzheitspsychologie）的所称的构型，而不是其他的整体属性。因此他们忽

略了，或者至少没有指出，诸如“棱角（angularity）”和“圆度（roundness）”

这样的整体的，非构型性的属性，这些属性在儿童感知其他特征之前就已经被

感知，并且位于大脑中的不同位置(见 Sonesson 1989a,I.3.4 and I.4.4.的讨论和参

考）。因此，他们无法解释视觉符号过程的一些细微的效果。 

 

1.2 反对异质性：作为转换的断裂 

如果规范等同于同位素，那么它就必须具有同质性（homogeneity），那么

我们就将期望异质性（heterogeneity），而不是其他，是修辞性的。然而，如果

规范不能被分解成同位素，就没有理由认为所有的异质性都是修辞性的，或者

所有的同质性都不是修辞性的。 

人们可能会好奇，在哪些元素之间应该存在着同质性和异质性。在讨论所

谓的“转换修辞（rhetoric of transformations）”时，列日学派（1992:295ff）区

分了同质性转换和异质性转换，这种区分不是通过将世界的状态与图片中呈现

的状态相比较而呈现，而是与画面内部的结果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异质性

转换是指不同的变换作用于世界的一个同质状态，使画面本身具有异质性。因

此，很自然地，因此很自然地，只有在它们异质地应用时，列日学派才会宣称

转换是修辞性的，因为这就意味着转换性的修辞将会依赖于同位素的断裂。然

而，在讨论具体的转换时，列日学派（1992:307f）也会考虑一些同质性的转换，

如果加上历史的背景，这也是一个合理的选择，正如我将要讨论的，在考虑像

似符号的结构时也是如此。但在同质性变换中，同位素的断裂是不存在的：它

们是对历史规范的违反，这些规范规定了物体在图像中呈现的方式。 

因此，在列日学派受限的意义上，图像修辞在立体派（Cubist）拼贴画、

达达主义（Dadaist）艺术作品以及最近的许多后现代主义艺术（Post-modernist）

和大量广告中显得尤为突出。另一方面，把一个真人变成一个火柴棍小人的事

实本身并不是修辞上的，无论这幅画是黑白的还是有几种颜色的；但是，在一

幅画中加入一个黑白的人物，而这幅画是另一种颜色的，则是产生了一种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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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同样，在艾森斯坦的黑白电影《战舰波将金号》中出现的红旗也是一种

修辞手法（p.295）。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我看来，“转换修辞”是一个用词不

当的说法：转换（transformations）不是修辞，组合（combinations）才是修辞。

更极端的例子是，我举了毕加索对于《宫女》（Las Meninas）（译者注：1656

年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凯兹的画作，是西洋美术史上的重要作品。）的“戏仿”

（paraphrase），或者更好的例子是，汉密尔顿对于毕加索的《宫女》的“戏

仿”，其中包含了更为完整的不同像似转换（iconical transformations）的样本。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一下这样一种转换，一幅普通的风景通过这种方式变

成了一幅印象派绘画。我认为这种转换在双重意义上是修辞的：首先，它打破

了当时盛行的普遍的规范，即世界上的知觉表象是如何在纯艺术（fine art）中

呈现出来的；第二点，它打破了现时仍然存在的规范，即一幅正常的画是如何

呈现这些表象的。这同样可以用俄国形式论者什克洛夫斯基（Sklovskij）及雅

各宾斯基（Jakubinskij）所熟悉的术语来表述：印象派绘画不是打破了我们对于

标准语言的感知习惯，而是打破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习得的，对于另一种标准

化媒介，“非艺术性（non-artistic）”的图像的感知习惯，从而使得它们对于我

们来说“陌生化（strange）”或是“现实化（actualized）”；与此同时，它打

破了早期艺术运动所产生的期望，这些运动曾经是革命性的，但后来却变成了

标准化的艺术形式。在后来对布拉格学派的重新构想中，它不仅僭越了它所采

用的标准媒介的规范，而且也僭越了紧随其后的艺术运动所建立的规范。 

然而，我想说的是，在当代艺术沙龙画的不可思议的陪伴下，仍然存在着

印象派绘画打破的第三种规范：“真实”现实（‘real’ reality）的普通世界的规

范。不管是普通的、三维的还是有生命的人被转换为火柴棍人、一些轮廓、一

些感光板小块、还是一系列彩色的点，或是一些立体图形，其结果对于出发点

来说肯定是异质性的。在某种意义上，每一幅图画都是修辞性的，与所代表的

事物相联系，就像每一个像似符号一样：它们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背景上创造了

相似的印象。但是这种相似的印象随后让位于对于新差异的感知（Sonesson 

1989a; 1994e; 1996c）。在口头语言中，修辞的出现要晚得多：从来没有任何迹

象（也许拟声词除外）表明存在一种基本的相似性，而差异又必须从这种相似

性中重新获得（Sonesson 1996b）。 

 

1.3 来自布拉格学派的愿景：社会修辞 

根据列日学派（1992:262ff）的说法，我们应该区分一般规范和局部规范。

“一般规范”建立在符码（code）中，存在于符合它的事件之前，也存在于僭

越它的事件之前。因此，根据感知世界的一种规范，一个头通常依附于它下面

的身体，如果没有身体存在，或者身体高于头部，规范就被僭越了。“局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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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是由非常复杂的符号建立而来的，这些符号随后会打破它们。因此，瓦萨

雷里（Vasarely）（译者注：光效应绘画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欧普艺术的杰出代

表，被誉为“欧普艺术之父”。）的许多作品都以无穷无尽的水平和垂直重复

的圆圈为特色，这些圆圈有特定的大小和颜色，但人们对它将永远持续下去的

期望突然被一个方形、或一个较小的、或不同颜色的圆圈的出现所欺骗。这种

区分是有用的，但还不够。例如有些地方应该制定体裁规范（genre norms），

这些规范被多次提及，但没有被给予任何系统的地位。 

在上面所引用的《战舰波将金号》的例子中，一般规范以及局部规范的打

破可以说是一蹴而就的：一般规范来自于当时技术上的可能性，彩色电影在当

时是被禁止的（红色被涂在胶片上），而局部规范使得我们期望一部黑白电影

是完全黑白色的。然而，正如今天所看到的，这部电影作为一个整体打破了另

一种更普遍的规范，这种规范要求电影，至少这种类型的电影，必须是彩色的。

无论是对我们还是对当时的公众来说，第一部有声电影的修辞手法也可以做类

似的解释。 

这意味着规范不仅与历史时刻和特定社会相关，也与特定的图像体裁相关。

如果是这样，就不可能像列日学派和格雷马斯学派所希望的那样，把符号学视

为历史和社会参数之外的一个领域。正如我跟随普列托（Prieto）（他自己引用

索绪尔的话）所经常指出的如索内松（Sonesson 1989a, I.4.），符号学的对象只

为了它们的使用者而存在，也就是说，它们只存在于特定社会群体的使用中，

因此，一旦我们假装超越社会性的话，那就没什么研究的了。 

社会学概念与符号学之间的关联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是有限的：否则，符号

学将被吸收到社会学中，或者社会学将被吸收到符号学中。因此，只有那些以

某种方式对所研究的符号系统的非常形式的本质施加限制的社会特点，才应该

被认为是与符号学相关。在我们看来，在由列日学派发展起来的理论中起重要

作用的概念，“规范”，一定是一个社会概念（除了那些解释他们为什么有些

时候不愿意进一步探讨的段落之外，列日学派不这么认为）。那么，也许我们

可以把规范看成社会学中必须由符号学保留的那一部分（cf. Sonesson 1996a）。 

如果像列日学派一样，我们采取符号学的修辞视角的话，那么规范的意义

就在于它们规定了规则，这些规则可以通过修辞上的僭越而被打破。但是，对

于不同的图片类型，这些规则显然是不同的，更不用说不同的“视觉符号

（visual signs）”：因此，尽管在当代艺术作品的框架（frame）之外不会有任

何的修辞效果如列日学派（1992:389f）所说，但如果作品的问题在于它是一幅

“媚俗”的画的话，那么肯定有修辞效果，以及如果图像不是一件纯艺术作品

的话，那么画框的出现反而会打破规范。遗憾的是，列日学派（1992:377）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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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分解为更加抽象的边缘（edging）概念，而拒绝区分框架和底座（plinth）：

因为实际上，画下的底座，或雕像周围的框架，肯定带有修辞意味。 

 

 

 

图 1. 布拉格学派模式的示意图（由索内松 1992a 重建。实心箭头表示直接

影响；轮廓箭头表示更复杂的相互作用） 

 

规范的概念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这一观点体现在布拉格学派（尤其是穆

卡洛夫斯基以及沃迪奇卡[Vodicka]）提出的模式上。根据这一概念，“规范”

部分是纯粹的审美（purely aesthetic），部分有超审美（extraaesthetic）的起源，

由其创造者直接以一个“标准”（canon）或一套规则，并以可供模仿的“典型

艺术作品的储备”（repertory of exemplary works of art）的形式，决定该艺术品

的生产。为了成为一种“审美对象”，人工制品必须被艺术大众所感知，这种

感知过程，被称为“具体化”（concretization），它本身依赖于规范的存在，

具体化的过程或多或少与创作者所使用的规范在观念上是一致的（图 1）。更

常见，更有趣的是，自人工制品被创造之后，规范可能被修改，甚至是被其他

规范替代，在这种情况下，将产生对人工制品的新的解释。具体化涉及到对于

艺术作品结构中出现的占主导地位的元素的确定，也就是对这些元素的强调和

对剩余元素的组织，它也允许感知者从自己的经验中填补缺少的细节。 

这个模式是对胡塞尔现象学所提出的感知概念的一种调整，增加了社会维

度在里面（cf. Sonesson 1992a; 1993c; 1994c）。因此，我们可以恢复模式的一

般意义，将其应用于所有感知对象，同时保留其社会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

任何被赋予感知的人工制品的产生都包含了不同层次的普遍性规范，对于其具

象化到一个特定的感知主体的感知经验中来说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存在着一

种永恒的运动，在这种运动中，非自动化（de-automatized）的规范被转换成了

自动化（automatized）的规范，一个不断重复的“斗争与改革” （struggl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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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ation）（用布拉格学派的术语来说）的辩证法被应用于已确立的艺术形

式，真正地再现了预设艺术的概念，甚至如我在其他地方（Sonesson 1994b）所

说的那样，被现代主义的拥护者明确地表述。 

当具体化以阅读文学作品或感知艺术对象的形式出现时，它是为了个体主

体的目的，而无法通过分析来把握。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具体化在其初级阶段

（primary phase），涉及到一个集体主体（collective subject），它创造了一个

新的人工制品，提供给进一步的感知者：这个过程发生在音乐的演奏时，戏剧

作品的戏剧化以及芭蕾舞的再现时。在这些情况下，具体化可能会无疑地选择

僭越规范，而不是遵循理想的规范。让我们以芭蕾舞为例，它是由纯粹的视觉

符号构成的，这些视觉符号只有轻微的图像性。在由马兹·艾克（Mats Ek）

（译者注：瑞典芭蕾舞蹈家、编舞家、导演和剧团经理,被誉为是 20 世纪后期

芭蕾舞界的支柱之一。）所带领的库柏格（Cullberg）芭蕾舞团所表演的“天鹅

湖”版本中，僭越规范的行为发生在几个不同的层面：首先是“天鹅湖”与其

他许多舞蹈表演一样，对于“古典芭蕾”的符码的僭越（出现了符码所不允许

的动作，与其他的动作一起将“古典芭蕾”作为局部规范）；其次，对于我们

的文化中由“原版天鹅湖”所构成典型艺术作品的僭越（最明显的是，“浪漫”

的叙事结构向更琐碎的现实的方向进行了修改，在那个漂泊的时刻之后，白天

鹅从魔法师手中被救了出来，王子将黑天鹅作为他的情妇）；以及对于具体化

的规范的僭越，这是很难举例的，因为它们必须要被展示出来：这是一种表演

“大滑步”（grande chassée）（译者注：源于芭蕾术语，意为追并步、并合步，

在芭蕾中叫滑步。它是一个向侧、并步、再向侧的三步舞步。）的特殊方式。 

在布拉格学派的模式中，如上所述的同位素，意味着具体化不仅与生产同

时发生，而且可以轻易获得此种同时性。根据莫莱斯（Moles）和洛特曼提出的

一个观点：任何传播情形的发送者和接收者都只是从部分重叠的符码开始的，

在传播过程中努力使符码同质化：同位素是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同质化是

理所当然的。在这两种情况下，时间意识，包括真实时间和投影时间的差异，

都必须整合到模式中（图 2）及索内松（Sonesson 1994c; 199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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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传播的一般模式，整合布拉格学派和塔尔图学派的见解（as 

developed in Sonesson 1995b） 

 

根据穆卡洛夫斯基的说法，由规范产生的约束在某些情况下具有法律的效

力，但在范围的另一端它们也可能表现为简单的建议。也许我们可以进一步考

虑这个观点，认为规范也可以从皮尔斯和胡塞尔的意义上来说，仅仅是一种观

察到的规律性，一种习惯：换句话说，就是被认为是“正常的”（normal）。 

 

1.4 在现象学的帮助下：生活世界 

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世界之外，我认为，在人类居住的每一个可以想象的世

界中，都有一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普遍特性。胡塞尔及其追随者，舒茨和古

尔维奇，将这种普遍性用生活世界的科学这个术语来描述，同时它也被詹姆

斯·吉布森（James Gibson）称为“生态物理学（ecological physics）”以及被

格雷马斯称为“自然世界（natural world）”的符号学（cf. Sonesson 1989a, 

1994a,c,e; 1996a）。胡塞尔、吉布森和格雷马斯都创造了这门科学，因为他们

意识到，我们所经历的“自然世界”与物理学中已知的“自然世界”并不完全

相同，它是由文化构成的。区别与格雷马斯的自然世界，但是同胡塞尔的生活

世界和吉布森的生态物理学一样，我认为这个特定的层次是世界的享有特权的

版本（privileged version），用舒茨的话说，它是“理所当然的世界（the world 

taken for granted）”，从这个角度来看，其他的世界，比如自然科学的世界，

是可以被创造和观察的（cf. Sonesson 1989a,I.1.4, I.2.1 及各处）。 

生活世界的一个基本性质是，其中的一切事物都是以“主体相对”

（subjective-relative）的方式给定的。这意味着，举例来说，任何一种事物总是

会“从某种角度”被感知，这是一种让物体的一部分成为注意力中心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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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感知的是对象，尽管它总是通过它的一个或多个视角或是意指对象被给出，

但这些视角或者意指对象本身是不被注意的。吉布森观察到，无论我们是从侧

面，上面还是正面等角度“看”一只猫，我们看到的总是同样的一只猫。对于

胡塞尔来说，这种看一个部分而推知其整体的现象与“以此类推原则”（etc. 

principle）有关，我们的知识能在任何一点上把骰子翻转过来，或者绕着骰子转

一圈，看看另一面。 

生活世界里的一切都是在“开放视野（open horizons）”中呈现的，也就

是说，不管其表述有多模糊，现实并不是像一幅画一样被框定，而是走向无限。

从我们的注意力中心开始，经验世界逐渐消失，没有任何明确的限制，我们只

需要改变注意力的中心，以扩展独特的经验领域。每个对象都有一个“外部视

野”（outer horizon），即附近其他对象的背景场，以及一个“内部视野”

（inner horizon），即当前不可见，或者只是无人关注的部分和属性。对于两个

视野来说，以此类推原则都适用。 

生活世界的“时间”（temporal）结构与“空间”（spatial）结构相似。在

每一个时刻的意识中，嵌入了紧接着的时刻的意识和之前的时刻的意识，它们

分别被称为“延伸”（protention）和“滞留”（retention）。每个延伸依次包

含了它的延伸和滞留，每个滞留亦然。它们也许是普遍和模糊不清的，比如对

生命会继续的预期，或者预期一些东西会改变，或者更明确一点，就像期望骰

子会在隐藏的侧面有一定数量的点。这种时间意识的模式被布拉格学派的成员，

尤其是穆卡洛夫斯基，在戏剧符号学和文学符号学中使用。然而，它更普遍地

隐藏于所有预期方案之下。 

生活世界中遇到的每一件特殊的事物都被称为一般“类型”（general 

type）。“类型化”（Typification）适用于各种各样的对象，甚至是人类：根

据舒茨的说法，除了家庭成员和亲密的朋友之外，其他人几乎完全被他们所归

属的类型所定义，我们期望他们的行为也与之相符。“在知觉经验中，事物的

空间形状只取决于类型——只留下了一些边缘化的余地给变化、偏差以及波动”

（Gurwitsch 1974:26）。因此，在生活世界中没有圆圈（circles），而只有“圆

的（roundish）”形状的事物和具有“圆形外观（circular physiognomy）”的事

物。事实上，格式塔心理学的“好的形式（good forms）”以及罗施（Rosch）

理论中的原型（prototypes），都很明显是类型化（cf. Sonesson 1989a,I.2.1.）。 

与类型化密切相关的是在生活世界中获得的“惯常性”（regularities），或

者如胡塞尔所说，“事物的典型行为方式”。事实上，一旦一个对象被分配到

一个特定类型的话，我们或多或少会模糊地知道会预期些什么，或者更确切地

说，将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从而可以学会自己操纵我们想要的改变。吉布森

（Gibson 1982:217ff）提出的许多被魔法所反抗的“生态物理学定律（law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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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physics）”，都是这样的“暗含惯常性”：比如实体物倾向于持续存

在；比如主要表面（major surfaces）在布局（layout）上几乎是永久的，但是有

生命的物体随着它们的成长或移动而改变；比如有些物体，像蓓蕾和蛹的变化，

但是没有一个物体被转化成一个我们称之为完全不同的物体，比如青蛙变成王

子那样；比如只有从一种物质中才能产生出实体；比如一个巨大的分离的物体

必须停在一个水平的支撑面上；比如一个固体物体不能穿透另一个固体表面而

不破坏它，等等。与人们通常认为的相反，孩子们自发地相信非魔法（non-

magic）（Gibson 1982:218）；事实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魔法就像一种

“自然世界”的修辞一样，变得有意义了。 

胡塞尔对惯常性的描述很符合“试推法”（abduction）的概念，皮尔斯把

试推法和更令人熟悉的演绎（deduction）和归纳（induction）过程放在一起，

意即根据一个特定的实例推论到另一个特定的实例，而不仅仅是存在于个体事

实层面上，因为皮尔斯告诉我们，事实是由某些“惯常性”调节的，这些原则

是暂时建立起来的，或者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皮尔斯想知道，如此多的试推

法如何被证明是正确的，他将其解释为是一种自然本能（natural instinct）。实

际上，将事实联系起来的方法有无数种，但其中大多数似乎都是人类无法想象

的。真正被提出的有限数量的试推法可能不是由于自然本能，而是由于生活世

界最普遍的组织架构的共性（commonalty）。 

列日学派（1992:268f）声称图像符号是相伴（concomitance）原理的基础，

根据这个原理，图像层（pictorial layer）单元的范围与材质层（plastic layer）单

元的范围一致，材质标牌的三个要素，质地，颜色和形式，遵循一个相似的原

则，也被称为“共同延展性”（coextensivity）。显然，相伴是人们期望获得的

东西，因为它是一种“惯常性”，亦如皮尔斯所说，在平常的感知世界中被观

察到，随后通过试推法，很自然地被转移到图像符号上。实际上在生活世界中，

我们通常会观察到这些普遍特性的同时发生，以及那些描述罗施所谓的原型的

更为特殊的特性也是如此。这种巧合定义了分离对象（detached object）的概念，

它是吉布森的生态学的核心。 

还有另外一种性质，列日学派将其归于图像上，而在我看来它似乎是生活

世界的一种规律性（regularity）：在讨论拼贴画时，列日学派（1978:17ff）声

称在材质层上的图像规范是一种“同位素性（isotopicality）”，或者更准确地

说，是表达物质的“同质异构性（ isomateriality）”，以及“同素异形性

（ allotopicality ） ” ， 也 就 是 说 ， 表 达 循 序 渐 进 性 的 “ 异 质 渐 进 性

（allograduality）”——更简单地说，组成图像时应该使用单一的材料，以便表

达介于中间的符号之间的区别，使它们能够被区分开（“一些分布延缓了对这

些像似符号的识别（une répartition suspendue à la fonction de reconnaissance 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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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es iconiques）”; 1978:18）。我们得出了一个与这些规范相反的结论，那就

是拼贴画因此可以是同质渐进（isogradual）及同质异构的（isomaterial），或

者是异质渐进（allogradual）和异质性（allomaterial）的——甚至将其加入到列

日学派（1979:185）的说法中，是同质渐进和异质性的。但这仅仅意味着图画

需要某种中等程度的秩序，这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经验世界中作出区分和散播

意义。事实上，列日学派（Groupe μ 1984:20f; 1992.39ff）本身已经暗示了修辞

学有两种不同的倾向，“秩序的附加修饰（adjunction of order）”以及“异质

的附加修饰（adjunction of heterogeneity）”——这将把生活世界置于两者之间，

塔尔图学派的模式将允许我们重新发现它。 

 

1.5 重新审视形式主义：陌生化及熟悉化 

在几百万年的进化史上，所有动物的“陆地环境（terrestrial environment）”

都具有某些简单的不变量，如土地在“下面”，空气在“空中”，“水在地下”

（Gibson 1966: 8ff）。地面是水平的，坚硬的，是支撑的表面，而空气是不抵

抗的，是运动的空间，也是呼吸的媒介，是偶尔的气味和声音的载体，而且空

气在白天对事物的视觉形状是透明的。整体而言，固体的陆地环境是褶皱的，

而且在不同的层次上，由山峰和山丘、树木和其他植被、石头和树枝构成，同

时也由晶体和植物细胞等物质构成。观察者自身以环境的刚性和他与地心引力

的关系所造成的后果作为基础。语言学家们还试图解释在所有语言中都存在的

一组小词，它们分别表示环境的空间和时间维度，他们发现有必要假设一个部

分是由重力决定的，实验世界的基本框架（cf. Miller & Johnson-Laird 1976）。 

在吉布森看来，“生态物理学（ecological physics）”的内部一定有某种

“社会物理学（social physics）”，它不完全是在涂尔干的意义上，而是在微观

层面上。米德（Mead）谈到了人类世界的一系列“事物”，这些“事物”在

“手边”，占据着“操控范围（manipulatory sphere）”；瓦隆（Wallon）也讨

论了“超事物（ultra-choses）”，它们位于这个范围之外，却是从这个范围中

被看到的。即使是这些不起眼的东西，也不仅有用处，而且如列维-斯特劳斯所

说，还能被用以思考。我在其他地方提到过生活世界事物的显著性

（prominence）等级，事实上，我用了两种不同但是互补的方式来使用这个等

级（cf. Sonesson 1989a; 1992a; 1994c, e; 1996a; c）。一方面，如人体本身（尤其

是脸）的对象，也包括椅子之类的常见物品，一定位于人类范围的中心位置，

以至于只需要很少的证据就能识别它们，即使在特定的图片中包含的不变量也

可以在其他对象中找到。在这种情况下，处于范围内最高等级的对象最有可能

被选中。另一方面，我认为只有那些位于范围内较低等级的对象才会被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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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轻易体现符号功能的，而不会被特别指定为如此，在我们的文化中，一张纸

或一张画布都是如此。 

在对构成诗歌和普通语言基础的基本隐喻的研究中，拉科夫和特纳

（Lakoff & Turner 1989:160ff）描述了一种“文化模式”，他们称之为“存在物

的大链条（The great chain of being）”。这个模式将“存在物和它们的属性放

在一个垂直的尺度上，有‘更高位’的存在物及其属性位于‘更低位’的存在

物及其属性之上”（p.167），从洛夫乔伊（Lovejoy）时代起，思想历史学家就

已经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了，但莱考夫和特纳的研究表明，这个模式在日常思维

中仍然很流行很活跃，比如在日常谚语中。这种“关于事物本质的普遍理论”

只需要稍加修改，便可以解释表面（surfaces）代表场景（scenes），而不是相

反的自然状态。它只是我们在陆地环境中位置的想象性延伸，方向在之中上下

移动。 

我们的经验世界是主体相对的（subjective-relative），自我位于它的中心，

就像布勒（Bühler 1934）曾经所称的那样，位于空间和时间上决定因素的起源

（origo）：“我-此时-此地”（I-here-now）。近在咫尺的事物是熟悉的；在某

种程度上，那些被放置在离起源很远的地方的看起来很陌生。此外，一些陌生

的事物可能会作为超事物（ultra-things），出现在我们的感知世界的极限，它

们要位于我们之上，要么位于我们之下。鉴于这些前提，两种互为倒置的操作

成为可能，正如安德斯·马南（Anders Marner 1996a）所指出的：熟悉的事物

可能被视为陌生的事物，对于形式论者来说这就是熟悉的“陌生化

（estrangement）”；陌生的事物也可能会被呈现为熟悉的事物，这个过程经常

发生在广告中，例如，一件正在售卖的商品被整合进一个典型的家庭中，或归

属于一个有名的家庭主妇。此外，在人类范围内的对象可以被看作似乎是在隐

喻的天堂里“高高在上”，或是在修辞的地狱里“位于深谷”：在马南的解释

中，这是布雷顿（Breton）和巴塔耶（Bataille）在理解超现实主义时分别喜欢

使用的特征模式。但这种上下隐喻的系统在其他领域也很容易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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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修辞的生活世界核心（如索内松 1996c 所表明） 

 

这可以看作是修辞的生活世界核心（图 3）。在给定的情况下，带有陌生

或熟悉的普遍意义的东西很可能还包含着一种更特殊的内容，这种内容来自于

接触到的事物的个体属性（不仅告诉我们某物是陌生或是熟悉的，而且告诉我

们，例如，一根希腊石柱和一瓶绝对（Absolut）伏特加（译者注：世界知名的

伏特加酒品牌）有一些共同点）。然而，我认为我们可以在马南的“大交叉

（great cross）”里面加入一些东西：在起源中，也就是我-此时-此地所处的位

置，不仅存在着最著名的（well-known）事物的范围，也存在着一系列其他范

围的开始，这些范围在超事物中有对立面：比如最真实的（real），最易理解的

（understandable），最私人的（personal），等等。所有这些范围决定了修辞的

可能性。 

 

1.6 主位对述位：意义的归属 

如果我们相信从莱辛（Lessing）到古德曼（Goodman）的很多符号学家的

话，图像不仅能够描述整个空间，而且它们无法避免这样做：它们只能显示

“完全确定的实体（fully determinate entities）”。这当然不是真的：与古德曼

不同，我所表明的是图像的“密度（density）”只是相对的，在图像中可以找

到各种类型的抽象（cf. Sonesson 1989a: 226ff and 324ff; 1995a）。在或多或少的

示意图的例子中，这适用于表达面（expression plane），但对于一些表达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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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稠密的图像来说，这也适用于内容面（content plane）。因此对于所有实际作

用来说，许多图像不是个体的符号，而多多少少是通用情况下抽象角色的符号。 

正如拜耳（Bayer 1975）读莱辛的作品时所表明的，在图像中叙述所带来

的困难是图像无法抽象化：荷马可以同时表现神在喝酒和讨论，但图像却无法

传达所有这些信息。在我看来，重要不是携带的信息量（图像可以轻易地携带

更多），而是组织信息的可能性：语言能够传达相对的重要性、新颖性、主题

性等，而图像可能具有我们所不知道的相应机制。但在图像中的表征空间同时

也是普通人类感知空间的表征，这阻碍了其他系统的任何组织。立体主义、马

蒂斯、一些拼贴画和合成图片以及一些视觉信息系统、标识类型、闪光点符号、

交通标志等都对这一原则进行了一些修改。 

在下文中，我将表明图像中也存在一些“主题”（thematic）手法，这使得

图像文本获得陈述力，从而在修辞和叙述上发挥作用。在早先的讨论中

（Sonesson 1989a:333ff），我觉得有必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图像隐喻通常与图

像符号相反，因此，也许所有的视觉修辞形象都不一定是“不对称”

（asymmetrical）的。换句话说，我们通常无法决定哪个项是“本体（vehicle）”

哪个是“喻体（tenor）”。因此我们不清楚马格利特在《屈辱》中是否试图告

诉我们女性的躯干与脸部相似，还是脸部与躯干相似。 

比较的方向通常是由伴随的文字文本或更大的上下文来阐明的。例如，一

旦我们确定了图像范畴“广告”，我们就会明白超级市场连锁 B&W 想告诉我

们他们的水果和皇冠一样有价值，而不是告诉我们皇冠以某种奇怪的方式像成

堆的水果（图 4）。把布雷顿和巴塔耶的学说应用于同样的超现实主义照片中，

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得出不同的解释，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只要我们停留在超

现实主义话语的框架内，使得语言的亚文本决定图像的亚文本的话，被描绘之

物就很明显地从属于其他东西之下（cf. Marner 1996b:17f）。马格利特的《屈

辱》，如果沿着巴塔耶的方式来解读的话，肯定是头部还原为躯干而不是躯干

还原为头部，但如果照着布雷顿的风格来解读的话，结果可能是相同的，只是

有相反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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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B&W 广告 

      

在这些情况下，体裁惯例，共同的社会文化理解，或者明确的理论话语使

得我们能发现比较之中的哪个项是最“显著”的。但问题是，图像符号“之内”

是否存在着某种机制，或者至少是独立于文字文本和体裁范畴的，这种机制能

够决定隐喻关系的方向。 

根据列日学派（1976: 47）的说法，朱利安·基（Julien Key）的“猫咖啡

壶（chafetière）”通常被认为是一只伪装成咖啡壶的猫，而不是伪装成猫的咖

啡壶，原因是猫的部分和特征已经完全地被复制了。我们从图像的广告功能中

知道猫的属性被转移到咖啡壶上，因此被转移到咖啡上。那么，到底在图像中

隐喻的本体是最完整的项，还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广告图像的公认的功能取代

了内部机制，喻体？ 

在任何情况下，“不在场（absentia）的比喻”的例子似乎更加清楚了：它

必定是预期的不在场的项，例如冰桶，这个不在场的项与取而代之的在场的项

联系在一起，在这个例子中在场项指的是竞技场（图 5）。如果用这个类比，

那么即便只是部分地被试推性地补充的元素是喻体，那么在基的海报中，咖啡

壶是喻体，猫是本体。然而，竞技场的图像很可能对我们来说过于简单了，以

至于我们无法得出更明确的结论：如果竞技场需要任何补充物，用以代替酒瓶

和冰块，因为冰块需要冰桶，而这个冰桶是竞技场的替代品的话，这个问题将

会变得更加复杂，而这种情况正好发生在马克思·恩斯特（Max Ernst）的画

《两个微笑的相遇（Les rencontres de deux sourires）》中，画中鸟的头出现在

人类的位置，而省略了人类的头和鸟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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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作为冰桶的竞技场 

 

在一幅讽刺画中，比如帕施（Pasch）的“母鸡画（Hen painting）”，画的

是母鸡长着女性的脸，在那时这些脸能被识别出是属于宫廷女性的，我们期望

“最不可能的”解读是正确的解读，我们也知道其中提到的主题是人类和人类

食物，所以毫无疑问帕施的画描绘的是宫廷女性像母鸡，而不是母鸡像宫廷女

性。但这可能仅仅是因为我们能识别处宫廷女性：相反，如果“遵循生活世界

的原则”的话，我们会将那些离手边不太近的事物简化为更加熟悉的事物，在

人类世界中，与母鸡的世界不同的是，人类实际上与人类更直接相关。同样的，

在熟悉程度上，劳尔·乌贝克（Raoul Ubac）的埃菲尔铁塔的化石无疑是将化

石性（fossility）转换为了我们更为熟悉的埃菲尔铁塔，而不是将埃菲尔铁塔性

（Eiffel-tower-ness）（不管这是什么）转换为化石（cf. Marner 1996b）。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内容通常是根据主体（subject）和谓词（predicates）、

主题（ topic ）和评论（ comment ）等方面来讨论的。韩礼德（ Halliday 

1967:201ff; & Hasan 1976:325f）已经观察到，这些术语至少会混淆两种不同的

区别，“主位”（theme）与“述位”（rheme），以及“给定的”（given）和

“新的”（new）：主位是讨论的主题，与我们不得不说的相对；给定的是指



 

278 

 

预先被认为是已知的东西，即从其他来源“可得到”的东西，与作为新信息引

入的东西相对。每个信息单元都必须包含新的内容，而给定的元素是可选的。

这些术语并不是专门用于语言的：在语言中，它们被映射成语调组，诸如此类，

但在图像中，它们很可能以其他形式出现。 

在我看来，从共同生活世界的结构中，或从某些特定社会文化世界中存在

的规范中可得到的事实，必须被视为给定的事实。以马克思·恩斯特的鸟头人

为例：这里的主位必须是“人类”（尽管人类的组合只是部分实现），而述位

则是某种类似于“鸟的相似性”的东西。给定的（从图片中可得到的）是人的

躯干，与之相关的新信息必须是“鸟的头”。类似地，乌贝克的照片显然是关

于埃菲尔铁塔的，而述位是化石性（其本身是由某种与日光化[solarisation]的像

似关系引起的）；然而，埃菲尔铁塔的形状和整体外观似乎构成了给定信息的

部分，而只有一些难以描述的材质图形。 

 

1.7 文化的秩序：塔尔图的处理方式 

在某些方面，塔尔图学派的文化符号学可能被认为是布拉格学派模式的

“符号变体（notational variant）”：在某种情况下，用时间术语表达的东西在

这里被转换成空间隐喻。因此，文化文本是遵循所讨论的文化规范的文本；另

一方面，非文本则是僭越了这些规范的文本（见图 6）。但每个模式都让我们

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在塔尔图模式中，创新总是来自外部，作为非文本被

导入，最终被翻译成特定文化的文化习语；但在布拉格学派的模式及在修辞学

的概念中，僭越是由文化本身产生的。 

 

 

 

图 6. 莫斯科/塔尔图学派所认为的文化（由索内松 1992a 重建） 

 

在两个方面，塔尔图学派的文化模式令人好奇地让人联想到空间关系模式

（proxemic model），该模型描述了距离是如何变得具有社会意义的，从或多或

少的私人到或多或少的公共距离（Hall 1966）：首先，这两个模式都是相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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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心，一个起源（origo），在文化模式中处于他/她自己的文化中，在空间

关系模式中处于他/她自己的身体中，也就是像胡塞尔的生活世界一样，它们是

“主体相对的（subjective-relative）”；其次，两种模型定义的类别都赋予了对

象某种意义，因为它们僭越了边界，在文化模式中，边界位于我们自己的文化

和其他文化之间，在空间关系模式中，边界位于以身体为中心的不同的空间之

间。后一种特征也存在于意义的修辞模式中（cf. Sonesson 1995b）。因为作为

模式中心的文化通常是“我的（my）”文化，所以模式内的东西将相对更加私

人化。由于从外部进入文化的非文本比文本更难理解，而且从文化的角度来看，

也没有那么有组织，因此，它必须具有高度的可理解性（understandability）和

秩序性（order）才能成为文化的特征；事实上，这两个性质在文本概念上是一

致的。我们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世界模式中加入了这些特性（见图 3）。然而，

秩序的概念对于塔尔图学派的模式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导致了一个问题：似乎

有理由认为，过多的秩序和过多的无序（disorder），或者用塔尔图学派熟悉的

信息论术语来说，过多的负熵（neg-entropy）和过多的熵（entropy），都意味

着意义的毁灭。生活世界应该被放在从绝对秩序到完全无序的尺度的中间——

这样秩序和无序的结合，按照列日学派的说法，就有可能成为可能。 

在布拉格模式和修辞模式中都没有明确的体现，但从塔尔图模式中体现出

的另一个说法是，规范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加以修改：缩减或扩大准则的范围。

对于文化来说，如果我们将它的一部分，艺术，替换为与非艺术（non-art）相

对而不是与非文化（non-culture）相对，那么这将是显而易见的。随后，同样

的包含／排除规则、翻译规则、不可翻译性的规则、和翻译变形的规则将会随

之更改（Sonesson 1992a; 1993c; 1994b; Castro 1996;Person 1996）。例如，当杜

尚（Duchamp）把小便池引入美术馆时，从纯艺术的角度来看，非文本的东西

突然变成了文本。或者也可以说，在艺术为主题的背景下，杜尚把小便池变成

了一个述位，就其相关价值（“美”“崇高”）而言，以及就展示的惯习本身

（一些与尿液排放有关的“私人的”东西被“公众化”，变成了一种奇观）而

言，它获得了修辞的效果。 

我们不应该像最近流行的那样，那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比较，我们应

该区分两种不同的运动，它们是现代主义的特征：一种是“向内（inwards）”

的运动，倾向于将艺术减少到其最“基本的（essential）”属性，其中最明确的

例子可能是极简主义（Minimalism）；还有一种“向外（outwards）”的运动，

倾向于在艺术领域中包含更多的生活领域，最明显的例子是达达主义（Dadaism）

（Sonesson 1993c: 1994b）。马南（1994）提出，这些趋势应分别称为“向心的”

（centripetal）和“离心的”（centrifugal）。除了物理上的类比，马南可能还在

思考塔尔图学派提出的另一个区别，即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区别，至少波斯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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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ner 1989）认为这是一种文化对（vs）文化内部的非文化的复制。那么，

也许我们不仅应当考虑诸如艺术之类的文化的领域，而且应当考虑一种文化与

其他文化的关系，这种关系包括了各种运动，这些运动倾向于把它缩小到它的

核心，或把它扩大到包括世界越来越多的地方。 

这不仅仅是修辞性的：向心和离心运动可能会被认为是修辞学的僭越行为，

但如果它们成功了，它们就永远改变了修辞学未来的可能性，改变是文化的一

部分或不是文化的一部分的界限，成为文化规范的基础。一场完全成功的离心

运动实际上将摧毁所有未来修辞的可能性，因为它将创造一种一切皆有可能的

状态。另一方面，向心运动将使修辞条件变得更加容易。这或许可以解释，在

极简主义风格的一系列运动之后，后现代主义，重复达达主义的姿态，可能会

完全与现代主义决裂。 

然而，阿尔弗雷德·卡斯特罗（Alfredo Castro 1996: 42f）认为，对于当代

艺术而言，这些僭越都不够彻底：除了离心和向心趋势之外，他认识到还有一

种可以被称为“无中心”（acentric）运动的东西，这种运动倾向于完全废除中

心。他认为，就艺术而言，这意味着让其融入到当代信息社会的普遍图像生产

中去。这可能就是杜尚的本意：正如他后来记录的那样，“我把便池扔向他们

的脸，作为一种挑战，现在他们因为它的美学之美，而把它作为一种艺术品来

欣赏。” 至少他的意思是，他不希望艺术规范被转移到其他领域（正如布拉格

学派的“美学功能”所暗示的那样）；但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否想要另外的一些

“艺术”规范来约束艺术品创作的新领域，或者是否像卡斯特罗一样，更愿意

看到它们被纳入更广泛的图像制作领域。然而，如果卡斯特罗和杜尚能如愿以

偿的话，这似乎最终会使现代主义的修辞停止。 

 

1.8 视觉符号学的零度在何方？ 

如果从这个固定的点开始，修辞可以改变世界，那么我们应该把视觉修辞

的零度定位在哪里呢？按照我们目前的说法的话，我们实际上可能以几类修辞

作为结束——这几类修辞也许或多或少不具有修辞性，只是在不同情况下体现

出的修辞性。首先，如果零度是我们经历的世界，感知的生活世界的话，那么

所有图像都可以被视作具有修辞性。的确，根据我们所称的图像的这个特定的

符号范畴，所有的图像都是感知世界的场景的转换。这个观察仅仅是来自于我

对像似性批判的批判，根据这个批判，相似性的错觉是首要的，但可能是后来

意义生产的出发点（cf. Sonesson 1989a, b; 1990; 1992a; 1994e; 1996a, c）。在这

方面，图像符号过程与语言符号过程有很大不同：它始于一种相似性，但随后

不得不加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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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修辞包含在转变本身中。这种符号和指称物（referents）之

间关系上的偏差（deviance）必须与由组合（combinations）产生的偏差区分开

来，后者由列日学派讨论过，如形状、颜色和质地之间界限的重合。这也许只

有当图像以事物的形式出现时才有效，反之亦然，如一方面是巴洛克式和古色

古香的建筑，另一方面是立体主义拼贴画（ cf. Sandström 1963; Sonesson 

1994d）。 

当考虑到表达和内容的范畴之间的差异时，我们对生活世界的期望就会产

生断裂，从而产生一个更具体的零度。这种特定的零层级适用于符号／指称物

的关系：原子模型（归为物理，见索内松对于古德曼的批判[Sonesson 1989a; 

1995a]）和立体主义（缓慢地归为艺术史）更多的是“修辞”而不是“现实主

义（realist）”的图像。 

零层级也可能是基于社会的：它的僭越可能涉及到与在特定社会生活世界

中更常见、更普通的事物的断裂。这种零度可以被视作是对与俄国形式主义者

和布拉格学派所提到的普通语言规范相对立的断裂的概括，或是从塔尔图学派

模型中发现的其他文化中产生的变形文本的概念的概括。破裂也可能发生在一

些较早的规范中：这是对与俄罗斯形式主义者和布拉格学派所提出的早期艺术

运动所建立的规范相对立的断裂的概括。 

某些断裂可能发生在某一特定图像范畴的零度有效范围内：因此，举个例

子来说，在相邻的空间里展示这些在日常生活中永远找不到在一起的东西（例

如，皇冠和杜松子酒）几乎是广告规范的一部分，但在其他图像范畴中，甚至

在某种程度上，在艺术领域中（如最近的后现代主义双折画[diptychs]），这可

能是打破规范的。这种断裂甚至可能发生在另一些更为人所知的特定图像上，

或是发生在所讨论的图像具有某种特定的（部分的）相似性的情况下。在后一

种情况下，规范是由布拉格学派所谓的“典型作品”设定的，它的功能是作为

一种伪类型（pseudo-type）。由列日学派区分出来的“局部规范”，是指在一

个图像中建立其规范随后将之遗弃，这意味着同一对象既是类型符又具有特殊

性。 

如此一种普遍的模式可能使得修辞不可能不出现。然而特洛尔·德恩·约

翰松（Troels Degn Johansson 1996）认为，在这些前提下，电影中的修辞是不可

能的：由连续性所确保的指示功能（索内松 Sonesson 1992a 所述）将最初看起

来像一个人物东西转换成故事线，更不用说奇幻故事（fantastic story）了。在

我看来，虽然经典的好莱坞电影也是如此（约翰松称之为“叙事空间电影

[diegetic cinema]”），但这并不适用于爱森斯坦的蒙太奇，也不适用于许多当

代的宣传短片和音乐视频（cf. Marner 1994），或是最近的一些关于合成图像的

电影，比如《变相怪杰》（The Mask），其零度显然是“真实的”画面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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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活世界中的事件所设定的规范相比，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是一个奇幻故事

也会是修辞性的：奇幻只是作为叙述学的修辞而出现。 

 

2. 视觉修辞的维度 

穆卡洛夫斯基认为艺术运动的修辞可以轻易地转换到规范的习语和它们的

僭越上：规范带给我们的期望，一部分是欺骗的，一部分是被证实的。要做到

这一点，所有的修辞格（rhetorical figures）都需要在场（present）和不在场

（absent）的元素：在场的元素通常是不被期待的，而缺场的元素通常是指被期

待的。只有在少数的情况下（列日学派称之为“投影同位素[projected isotopy]”

并将之分类为缺场）元素的在场，外在于图像符号本身，当符号中没有任何令

人不安的在场或缺场时，会引起修辞效果。 

 

2.1 超越在场和缺场 

在当下的模式中，有必要拒绝将视觉修辞格进行交叉分类，将其分为在场

或缺场的，以及如列日学派（1992）所说，联合的（conjoint）或分离的

（disjoint）。在后一种概念中，如果所涉的两个单位在陈述中占据同一位置，

一个单位完全取代另一个单位，这种修辞格就被称为“缺场联合”（absentia 

conjoint），或是比喻（trope）。“在场联合”（praesentia conjoint）是指一种

相互渗透性，使得两个单位出现在同一位置，但一个单位只是部分取代另一个。

如果两个实体占据不同的位置，而没有进行任何取代，这种修辞格就被称为

“在场分离”（praesentia disjoint），也称为对偶（pairing）。最后，当只有一

个单元被显现出来，而另一个单元在陈述之外，却被投射到陈述上时，这种情

况被称为缺场分离（absentia disjoint），也称为投射比喻（projected trope）。这

些区别是为了适用于纯图像和纯材质的修辞格。在信息必须被补充（我们从阿

道克[Haddock]船长[译者注：动画片《丁丁历险记》中的船长，嗜酒如命]的瞳

孔中看到了瓶子），以及使得我们能补充这些信息的指示（阿道夫的脸的剩余

部分）依赖于我们对于符号中呈现出的视觉世界的感知的情况下，修辞格是图

像性的；而当信息需要推断（在瓦萨雷里的《参宿四》[Bételgeuse]中我们看到

一个正方形从而推知一个进一步的圆），以及使得这种推断成为可能的特性

（一长串垂直和水平的圆）是材质性符号的属性时，修辞格是材质性的。在图

像材质的（pictoro-plastic）修辞格下，缺失的信息是图像的而必须被补充的是

材质的，反之亦然。它们都是分离的，所以唯一剩下的区别就位于在场和缺场

修辞格之间。因此，当材质相似性（比如葛饰北斋的雕刻中的富士山和模糊）

趋向于引导图像相似性的概念时，就会在材质符号中出现图像性对偶（pictorial 

pa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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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称赞这种分析的优雅，但我相信，这种分析所依赖

的对称性是错误的，而且最终是毫无根据的（cf. Sonesson 1996a, b）。事实上，

和其他任何一种模式一样，这一模式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受到挑战：因为描述

性的术语不足以用来对比分析的对象；因为一些对象，也就是图像，在前理论

层面以一种不一样的方式不被模式区分开；还因为有其他对象，在本例中是图

像，它们不会自然地进入模式提供的任何范畴。所有这些观察结果都适用于列

日学派的模式。 

我们将从描述性谓词开始。第四个范畴，缺场分离模式，显然不适合这个

系统。它并不是真正的分离，因为据说它是投射在另一个实体上的；出于同样

的原因，它也没有真正缺席。事实上，对于这一范畴的不同事例，分析的合理

性是不同的。如果这个比喻是由于这个图像是一个系列中的一幅，那么使得我

们补充必要信息的指示实际上就在我们眼前。也许就在书的前一页，或是连环

画中，在前一行或是它的左边。如果投射比喻来源于图像的标题，那么它很可

能作为一个在画布下方或侧面的标签，直接呈现。这些不同信息片段的“位置”

似乎非常的不同。那么列日学派只提到了一个投射材质比喻的预测性例子也就

并非偶然了。 

那么什么时候，两个联合在一起的单位应该被认为是在场而非缺场呢？我

们或许可以把整体看作是阿道克船长和瓶子的相互渗透（interpenetration），而

不是将酒瓶视为取代阿道克的瞳孔的东西，就像列日学派举的另一个例子，

“猫咖啡壶”一样，是关于猫和咖啡壶的相互渗透。这种想法似乎很容易反驳：

毫无疑问，我们首先将这一幅画整体作为一个人（更具体一点，作为阿道克），

随后我们发现通常位于眼睛中心部分的瞳孔，被其他物体，瓶子占据了；然而

“猫咖啡壶”则包含了所表征的现象的身份的相互矛盾的全局信息。虽然这是

真的，但它似乎与修辞格的任何一部分的在场或缺场没有任何关系。的确，人

们可能会想，认为这两个修辞格都是在场的是否更好，第一个阿道克的图像，

是分离的，因为它的一个部分从整体中被挑出来而分离了，然而“猫咖啡壶”

是联合的，因为两个对象结合在一起。事实上这个词汇相当具有误导性，因为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看：阿道克的图像是联合的，因为它包含了一个于整体相连

的部分，“猫咖啡壶”是分离的，因为它涉及到两个独立的对象。 

事情的真相很明显是这样的：在这两种情况下，期望在场的一些元素都不

在场（阿道克的瞳孔和一些猫和咖啡壶的部分），而一些本不应该在场的元素

却在场（瓶子和一些各式各样的猫和咖啡壶的部分），在现实世界中分离的元

素在这里是联合的（瓶子和眼睛的部分，以及猫和咖啡壶），而在现实世界中

联合的元素在这里却是分离的（瞳孔和眼睛的其他部分，以及猫和咖啡壶的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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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列日学派模式中所称，比喻、相互渗透以及对偶的修辞性（rhetoricalness）

的“能指”（signifier），在某种非常普遍的意义上，存在于视觉感知的相互对

立的两个元素的同时在场中。因此，阿道克的身体和瓶子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

猫和咖啡壶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马格利特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漫步场所”

（译者注：一幅画着风景的画摆在开着的窗前，画布上的风景准确地叠盖在真

的风景面前）中的房顶与相同形状的街道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因为三个例

子中不同的解释方案都得到了共同（但只是部分）满足。然而，在列日学派的

第四种情况，投射比喻的情况下，图像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透露它的修辞性：

其修辞特点的能指只能通过将图像和一种源于被称为文化上特定（culturally-

specific）的试推法的知识的结合而得出。分别考虑，图像完美地满足了被实现

的解释方案；只有当考虑到更宽泛的背景时，几种解释方案之间才会产生矛盾。 

烈日学派所青睐的术语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场（以及如我们所见，部

分的缺场）是所有真实（real）修辞格的起决定作用的标准，也就是说，除了那

些互文性的修辞，因此这些互文性的修辞有不同的起源。它还隐藏了这样的一

个事实：所谓的在场分离中的修辞格，也就是对偶，其实根本不明确。所有构

成同一视觉“陈述”部分的单位，从定义上说，必然是同时在场的，并且彼此

分离。事实上，正如马格利特和葛饰北斋的例子中说明的那样，是两个相邻对

象的相似性使得它们具有修辞性。因此，修辞格被认为是来源于预期存在异位

（allotropy）的同位素。 

 

2.2 第一维度：生活世界的构造 

比喻和相互渗透之间的区别实际上与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有关，也就是说，

与“因果性”（factorality）相关：在以阿道克图像为代表的第一种情况下，解

释方案的的一个次级（sub-ordinated）元素被另一个元素取代，否则将满足该方

案所产生的期望；在以“猫咖啡壶”为代表的另一种情况下，两个相互矛盾的

解释方案被实现，而这两种方案对整体的预测都不完全成立。 

在这方面，这些情况与第三种情况相反，从指示性理论来看，第三种情况

是纯粹的“邻接性”（contiguity），即对偶。因此，马格利特的“欧几里得的

几何学漫步场所”中的刚好是同样形状的街道和屋顶，或是葛饰北斋的“富士

山”中的波浪与富士山，只是由于所涉及的形状之间的邻接性才成为修辞格；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许多不包含相似性（similarity）的琐碎的例子里，就像在

许多广告中，当一瓶杜松子酒和一顶王冠，或者一辆汽车和一个漂亮的女孩并

排放置时，它们就会产生相似性的概念。事实上，当单独考虑时，这些对象完

全符合所包含的方案所产生的预测集合：只有实现这两个方案的对象是连续的

这个事实是令人惊讶的。在其他地方，我已经指出，所有连续性的情况，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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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因果性的情况一样，是基于“指示性”的，也就是基于指示基础（grounds），

但它们不一定是指示符号（cf. Sonesson 1989a,I.2.5.）。然而，最好将因果性和

连续性看作是相对整合（relative integration）的范围内的极端情况，这种整合是

期望在生活世界中获得的。考虑到图像代表竞技场里面的一瓶酒这个实例（图

5）并参阅索内松（cf. Sonesson 1989a,I.2.5.; 1996b）：在这里，两个独立的对

象被表征出来，但是它们并不像在相互渗透中那样被合并；也不像在比喻中一

样，（一部分）另一个对象代替了整体呈现对象的一部分；这些对象也不像对

偶的情况那样，简单地并排放在一起形成一个令人惊讶的组合。竞技场和（如

此大小和精确的位置的）瓶子的一起出现“是”出乎意料的，但是一只猫和一

个咖啡壶并排放置，一个瓶子和阿道克并排出现没什么奇怪的——奇怪之处主

要在于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然而，与对偶的非预期的组合不同的是，竞技场的

图片确实预见到了一个定义明确的元素的存在，而这个元素无法在此被看到，

那就是冰桶。瓶子和冰块都需要冰桶，就像身体构造需要阿道克眼睛里的瞳孔

一样：然而，冰块、瓶子和冰桶并没有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它们只是一组相

互关联的对象。竞技场的图片并没有打破我们在经验世界中所知道的物体的统

一，但它是将通常是不同集合的一部分的事物联系起来。正如前三种修辞格的

出现都离不开两个元素的在场一样，缺场的元素在前两种以及第四种修辞格都

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期待一只完整的猫和一个完整的咖啡壶的在场，就

像阿道克的身体让我们期待他眼中的并没有出现的瞳孔一样。然而，对偶的情

况是不同的，至少如果我们把内容通常是通过相应的表达给出的间接模式也包

含于在场之内的话：只有屋顶和街道，或者圆形和方形必须被感知以使得修辞

格出现。 

如果我们排除互文性的情况，或者范围更大一点，排除符际（intersemiotic）

修辞格的情况，也就是列日学派所说的投射比喻，那么在视觉表达面上，所有

的修辞格都意味着不会预期两个元素以这种方式共存。换句话说，修辞格的能

指包含了“另外两个能指的同时出现”，它们的所指通常不会同时出现。但如

果是这样的话，在生活世界中（或者在图像所指称的另一个图像中）这些所指

的关系之间的差异，以及图像中对应的能指的整合方式，可以产生一个范围来

衡量修辞性的程度，也就是越来越高的对预期整合的偏离程度。 

修辞性的第一个范围，即指示性或是整合性的范围，将把我们从邻接性带

到因果性（cf. Sonesson 1996d）。修辞性可以用一个包含了生活世界本身的标

准来衡量，或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这个标准包含了一个典型的图像，而这个图

像所代表的就是这个图本身。最低程度的整合性包含了与另一个符号的关系，

这种关系是清晰地分开的，比如由一幅画的画框所分开，而不管这另一个符号

是否如马格利特的画的标题那样是文字符号，还是如爱森斯坦的蒙太奇及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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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主义双折画和三折画一样是分离的图像。如果在生活世界中通常不相邻的两

个对象同时出现在一个图像符号中，而没有任何框架分离它们，就像广告中经

常可见的诸如杜松子酒和皇冠一类的东西一样，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偏离程度

有了显著的提升。这种非预期性可能是由于整个情况的邻接性，而不是单个对

象的邻接性，比如在一张照片中，一场足球比赛发生在一座被点燃的学校大楼

前（这恰好是真实的，但仍然难以置信）；或者整个系列的牛仔裤广告都以

“迪赛尔（Diesel）（译者注：意大利牛仔时装品牌）”作为标志，但在相同的

图像空间中包含了两种互相对立的“生活方式”。 

另一个恰当的例子是在我们的经验（通常是其他图像而不是生活世界）中

也可以发现图像中的连续性，但是其实现的顺序却不同：例如从委拉斯凯兹的

《宫女》到毕加索、汉密尔顿等人的戏仿，都有一些位置的修改；或是在被认

为是对《七年之痒（The seven year itch）》的海报和剧照的修改的宣传图像中。 

除了整体作为部分的对立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下，解

释方案可能是通过其中一个对象主导另一个对象而实现，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程

度更强的修辞性。虽然这只涉及到独立的对象，但几乎只有一两个对象似乎符

合整体情境（over-all situation）所产生的一般期望。瑞典咖啡品牌“Gevalia

（译者注：‘耶夫勒’的拉丁语名称，耶夫勒是瑞典中部海港城市，该地以盛

产此种咖啡闻名）”所使用的一整套宣传图片的主题是“如果你遇到意想不到

的访客，你会怎么做？” 在一些情况下，整体情境符合瑞典乡村生活的解释方

案，以红色的小别墅和白色的装饰为代表，瑞典人觉得这是典型的没有污染的

瑞典景观：但在一个事例中，在小屋所在的小岛边，停泊着一艘庞大的跨大西

洋客轮；在另一个事例中，被晾在花园里面的衣服是超人的衣服，而且小屋的

屋顶上有个奇怪的洞；以及诸如此类的例子。在这里，大多数关于“瑞典乡村

生活”的普遍方式的预测都得到了证实，但在这个框架之内，一些细节强烈反

对解释方案的实现：虽然整体情境实现了乡村生活中狭小、朴实的世界的方案，

但这些细节暗示了对外部世界的整体方案的一些实现，这涉及到跨大西洋领域，

甚至是超自然现象（cf. Sonesson 1992a; 1993c）。 

当整体情况看起来是根据预测来的时候，自身分离的对象可以被认为是与

它们所替代的对象属于同一一般范畴的对象，或者相反地，它们可以指代一些

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范畴。第一种的直接例子可能只有在把图像与另一个图像而

不是生活世界相比较时才能找到，因为如果对“相同”有一个恰当的定义，那

么实现相同范畴的对象就不会是修辞性的了。因此，毕加索《宫女》中的腊肠

犬与原版的阿尔萨斯犬属于狗的同一一般范畴（但可能不属于同样的社会价值

范畴）。然而，在他对毕加索《宫女》的戏仿中，汉密尔顿的毕加索风格的斗

牛犬，没有实现任何与在画中发现的对象相同的范畴，不管我们把后者看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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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拉斯凯兹的画布还是毕加索的变体（但它确实满足毕加索表意文字[ideograms]

的更一般的范畴）。与生活世界（至少是布雷顿及其同时代人的生活世界）相

关，在丛林的大背景下出现的蒸汽机，实现了“现代性”和“进步”的一般范

畴，而在这些范畴中，人们期望的是相反的东西（Marner 1996b:18f）。至于乔

-彼得·威金（Joel-Peter Wtikin）（译者注：美国后现代主义摄影师，他所有的

作品都是在探索暴力，惯用单色调，作品中大部分描写人外型或内心的残缺、

倒错）对于戈雅（Goya）（译者注：西班牙浪漫主义画派画家）的《红衣孩童

（Don Manuel Osorio）》肖像画的戏仿的例子，在其他事物之中发生了一种交

换，从纯粹的动物学角度来看，这种交换似乎发生在同一范畴内，从一只成年

猫到一只小猫，从一只活猫到一只死猫（M. Johansson 1996）；但是用一只猫

的胎儿来代替那只猫更为人熟知的状态时，从生活世界的有利位置来看，威金

更可能被认为是实现了修辞格的下降。 

因此，对象可以归为情境，更确切地说，可以归为情境的解释方案所产生

的一般范畴。但是，在某些特定的事物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更密切的联系，比

如组成一套完整的衣裙的物件，用巴尔特的术语来说是“组合（syntagms）”

及“聚合（paradigms）”，以及家具的部件和服务的部分，用尤克斯库尔的话

来说，都遵循了“对象的句法（syntax of objects）”。在上面提到的图片中，

竞技场代替了冰桶出现，僭越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对象的句法所建立起来的联

系。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绝对布鲁塞尔（Absolut Brussels）”的广告，其中

绝对伏特加的酒瓶子取代了著名的布鲁塞尔温泉的撒尿男孩（Mannekin Pis）。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例子是，从生活世界的生态角度来看，分离物体的完整

性被打破：通常，这将涉及到相同或不同的种类中，部分和整体之间的一些奇

怪的偏离；但还有一种更为微妙的情况，即整体的一种更为抽象的特性似乎被

转化为另一种特性。例如，在伊内兹·冯·兰姆斯韦德（Inez van Lamsweerde）

（译者注：时尚摄影师）的一个有“男性”嘴巴的小女孩的图像中，嘴巴是在

场的，而且也是位于正确的位置，但是嘴巴的一些特性是偏离的，即其相对大

小是符合成年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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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绝对雅典 

 

从我们的生活世界经验中所预期的，更明显的与整体无关的部分的例子可

能有几种形式：这些部分可能正是构成所讨论整体的那些部分，但是它们是以

另一种顺序出现，或者比例发生了变化，就像“绝对雅典（Absolut Athens）”

（图 7）中希腊石柱的部分，或者马格利特《屈辱》中躯干投影到头部上。否

则，一个整体中被另一个部分所取代的部分可能与缺失的部分具有相同的一般

范畴：因此，在马克斯·恩斯特的作品中，鸟的头部证实了头部包含在人体中

的一般预期，但驳斥了预期的亚范畴——人的头部；用一个圆代替一个头只能

证实头的一般形状，但不能证明其他任何。如果取代缺失部分的对象属于另一

个范畴，就像阿道克眼中取代瞳孔的瓶子一样，那么我们就会得到另一个更有

力的修辞的事例。也许我们甚至应该区分取代物是诸如瓶子这样的生活世界的

独立对象的情况，以及取代物是另一个整体的一部分的情况。 

像“猫咖啡壶”中的猫和咖啡壶部分那样，当几个整体的部分合并在一起

时，就会创造出一个在任何可能的生活世界都无法证实的伪独立对象。在整合

的程度上，后一个事例一定是比其他几种涉及整体和部分的偏离关系的修辞性

更强。因此，一个整体的部分可以形成一个新的整体，就像在宣传图中，果酱

罐是由橙子的切片做成的，或者几个整体可以一起形成一个新的整体，就像阿

尔钦博托（Arcimboldo）（译者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以人物肖像和

图案讽喻画而闻名，讽喻画由现实中蔬菜、花卉、鸟、鱼及其他物品变化组合

而成。）的肖像画，或是“绝对威尼斯”广告中圣马库斯广场上的鸽子聚集在

一起形成了绝对伏特加酒瓶的形状。在这些图中没有不能出现在生活世界中的

物体；它们只是橙子切片，蔬菜，书，白鸽等等的图像，但是它们通常不会以

这种方式出现在生活世界中。这也适用于一种更微妙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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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的线条必须从几个整体延伸出来，形成一个新的整体，比如“绝对那不勒

斯（Absolut Naples）”（图 8）中一些衣物和路灯组成的酒瓶。事实上，瓶子

在画中无处可寻；在图像和生活世界中，从某种角度看，那盏灯和几件衣服就

像幽灵一样盘旋在我们头顶。 

 

2.3 第二维度：从同一到对立再回到同一 

正如我在上面提到的，所有修辞格的修辞性的能指，都存在于视觉感知的

两个元素的同时在场中，这两个元素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互对立（opposition）

的。但是这里的对立概念有不同的解释：事实上， 阿道克的身体和瓶子是不同

的，但并不是真的对立的，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猫和咖啡壶；然而北斋画中的

富士山和波浪，以及马格利特画中的街道和屋顶，于生活世界经验带给我们的

预期相比，图像中的它们更为相似。 

似乎可以合理地提出一个明确的要求，为了成为修辞格，进入对偶的两个

元素必须具有某种进一步的特质，这个特质如果不是在不同背景下感知到的相

似性，也可以是相似背景下感知到的差异性。就生活世界经验而言，如果有比

预期更多的相似性，或是有比预期更多的差异性，都会产生修辞效果（cf. 

Sonesson 1996b, d）。此外，如果我们允许后一种情况不仅通过将对象合并成一

个来实现，而且通过仅仅是邻接的对象来实现，那么这个领域的修辞格就会突

然变得特别丰富。事实上，弗洛克（Floch）和格雷马斯学派发现的大多数事例

都属于后一种情况，它们不仅仅基于差异性，而且基于对立（cf. Sonesson 

1992a）。 

特鲁别茨柯依（Trubetzkoy）认为对立是一种基于基本同一性的差异性关

系，这似乎是列日学派所举事例的倒置，他们认为相似性出现于基本他者性背

景下（北斋的“波浪”等等；）（Sonesson 1989a,I.3.3.）。即使人们可能对弗

洛克在众多图像中发现的二元对立的真实性有所怀疑，但更清晰的案例很容易

被证明存在：在“Kindy”的宣传图中，围绕与玛丽莲·梦露海报相关的男人和

女人各自属性的倒置组织；或者，更明显的是，最低限度的表征只显示了一个

瓶子和一个西红柿，前者是棱角的原型，后者是圆形的原型（cf. Sonesson 

1992a, c）。 

如果两个对象在图像中或多或少是孤立的，而不是现实中经常一起出现的

那种，那么尽管它们之间没有相似性，也没有对立性，它们仍然将作为简单的

对偶。猫和咖啡壶，以及酒瓶和阿道克的瞳孔的情况就是如此，它们只是不同，

而不是相互对立。修辞性陈述的力量自然地会有所不同，这是由于所涉及的术

语之间的张力程度的增加或减少的作用。不同种类的“相反物”（cont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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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一方面比“逻辑性矛盾”（logical contradictions）更重要，另一方面仅仅

是一种”相异性”（alterity）。 

逻辑性矛盾本身，在图像中似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在空间分离的视觉构造

的情况下，格雷马斯学派倾向于用矛盾来描述这种情况，但相反物这个词可能

更准确。然而，图像和其文字的互文本之间可能存在着逻辑性矛盾（比如，马

格利特著名的烟斗画下面有一行说明“这不是一个烟斗”，它是其中一个可能

解释）。虽然在材质层和图像层之间可能存在着对立，就像布朗库西（Brancusi）

（译者注：20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雕塑家之一）的“鸟”里面一样（列日学派

1996:22 认为，这是大理石的材质沉重感和鸟的图像轻盈感之间的对立），但这

不是逻辑性矛盾，而可能是一个人类学普遍性（universal）。 

相反物可能有不同的种类，因而有不同的含义。更琐碎的例子是我们可以

称之为纯粹相反物的情况，例如，当一个为人熟知的对象的颜色变成我们认为

不存在的，比如蓝色的人，又或者像马格利特的大部分标题一样，这种对立存

在于文字和视觉符号之间。一个更有趣、或许在修辞上更有力的例子是，图像

中出现的相反项被归入一种文化的重要价值观之下，例如，在卡斯莫（Casmo）

小组最近的一个作品中，他们的欧盟明星（EU stars）与代表瑞典传统生活的红

色小别墅相对立（cf. Sonesson 1993c）。如果相反的谓词本身直接出现在图像

中，则修辞性会更强。我们最能接近逻辑性矛盾的例子，一定是把相反的项归

入每一种人类文化都知道的人类学普遍性，就像在上面提到的冯·兰姆斯韦德

的照片中对立特质“女性”+“孩子”及“男性”+“成人”。事实上，可能还

有一个更有力的例子，在这个图像中直接出现了人类学普遍性的抽象相反项，

例如，在曼荼罗（Mandala）（译者注：梵文，神奇圆圈之意。神圣的几何图形，

用作静思冥想的工具，是由一个中心点向外放射的圆及方形构成的。）和超椭

圆（super-ellipse）中相互对立的圆形原型和方形原型（cf. Sonesson 1989a,I.2.5.; 

1996b）。 

一个图像的陈述功能取决于与它所指的感知世界所产生的预期产生偏差的

驱动力的大小。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力量本身可能源于所涉及的项之间存在的

对立的类型，或者源于打破我们在普通经验世界中所发现的整合整体的彻底程

度。 

 

2.4 第三维度：非真实性的层次 

还有另一个修辞维度，涉及到“非真实性的层次” （level of unreality），

即图像的虚构层次（fictional level）（cf. Sandström 1963; Sonesson 1994d）。首

先，图像符号本身是一种特殊的虚构性，与我们之前看到的生活世界的“真实

性”相对。如果画面与真实本身相混淆，就像透过一个窥视孔看到的那样，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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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就不会有修辞效果，因为虚构的层次之间没有张力。但当虚构的地位不确定

时，就像巴洛克式幻觉建筑的情况一样，符号的功能本身就变得有修辞性。 

然而，在一个已经被定义为图像性的空间中，预期可能在两方面产生矛盾，

要么是通过在这个框架内引入比图像更真实的东西，要么是通过让它把我们带

向比图像本身更不真实的东西。古典立体主义拼贴画说明了，图像的某些部分

否定了图像空间的预期虚构性，现实世界中的物体，比如一张票、一张报纸或

椅子的座位作为构图的一部分而出现。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是，当一个真实的对

象不带任何附加物，被简单地放置于一个框架中，或被放置于其他暗示了虚构

空间的划分的东西中。 

另一方面，在图像空间里加入更深层次的非真实性，随着虚构种类之间的

张力程度的不断增加，可以建立起区分。在这里我们考虑的是图像，就图像符

号功能而言，只是展示一些可能存在于我们社会文化生活世界中的对象，或者

由于某些情况，图像表明的是非所画物的其他对象。还有另一种情况是，图像

的一部分描绘了一个独立的对象，但是在一个或几个其他对象的背景下，虽然

没有任何描述，却表明了另一对象的在场：例如，法国的周刊《快报

（L’Expresse）》的封面图片，一个描绘白色脸部深色衣服的尼克松的形状被放

置到了标题“尼克松在中国（Nixon en Chine）”中字母“i”的位置，这个形

状表明了这个字母；或者，以一个纯图像为例，在“坏女孩（Bad Girls）”的

展览上出现的一幅画里，当一个阴囊出现在迪士尼电影《阿拉丁》（Aladdin）

中的玩偶头上时，它可以被视为头巾。这些例子不同于阿道克眼睛里瞳孔的纯

因果性，因为它必须从身体轮廓投射到图像上，也不同于“绝对布鲁塞尔”中

的撒尿男孩的纯邻接性，它完全是由我们的世界知识补充的。我们也需要一些

知识来看到尼克松中的“i”以及阴囊里的头巾，因为它们也是间接性地位于构

型的抽象层面，从而呈现在符号中。 

这种修辞格的其他变体的一些很好的例子可以在“绝对伏特加”的广告中

看到，在这些广告中，绝对伏特加的酒瓶都假装为欧洲一些著名城市的地标。

在“绝对慕尼黑” （Absolut Munich），“绝对日内瓦” （Absolut Geneva）以

及“绝对阿姆斯特丹” （Absolut Amsterdam）中，一些细节表明了酒瓶的形状。

这些细节是一双“皮短裤” （Lederhosen），一个钟或是一个房子，它们的形

状本身似乎是可能存在的，虽然不是特别可能，这些细节还具有次要的瓶子意

义，只是因为我们知道绝对伏特加瓶子的外观和文本中显示的内容。在其他情

况下，我们得到真实世界对象变形的图像，以便与其他对象相似。因此，在

“绝对罗马” （Absolut Rome）中，我们将从一个特定的透视角度来看伟士牌

小摩托（vespa）（译者注：意大利著名踏板车产品品牌），它也被做了一些轻

微的修改，使其更类似于酒瓶；而在“绝对巴黎”（Absolut Paris）中，一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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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和颜色的组合可以清晰地被识别为地铁入口的普遍类型，但这个入口太小了

以至于无法成为真实的例子。一开始，人们可能会认为诸如“猫咖啡壶”这样

的混合对象，是这种变形的极端情况：但是“猫咖啡壶”真的描绘了猫和咖啡

壶的一部分，但是“绝对巴黎”描绘的是地铁入口而暗示的是酒瓶。 

另一种次级虚构的情况是，虚构图像的对象不与图像中任何独立的对象对

应，而是来自于其他对象的轮廓，如“绝对威尼斯”中的鸟群，以及“绝对那

不勒斯”中的晾晒和衣物和街灯（图 8）。它们都不是酒瓶的图像，但是酒瓶

确实虚构性地被呈现在了图像中。 

 

 

 

图 8. 绝对那不勒斯 

 

一个特殊的例子涉及到非真实性的两个层次都是图像描述，在这种情况下

两个虚构的层次都是图像符号（cf. Sonesson 1994d）。在所谓的“通用图像描

绘”（generic picture depiction）中，所描绘的图像不是任何特定的、可辨认的

图像，而只是一种表明图像范畴的形状。在这种情况下，首要的图像功能伪装

成现实本身，而次要图像功能呈现为首要功能：莉薇娅别墅（Livia's house）

（译者注：这座别墅被认为是莉薇娅·杜路莎·奥古斯塔在公元前 39 年嫁给皇

帝屋大维时的嫁妆，她是罗马帝国早期最有权力的女人。这个以实物大小，展

示了树林、花丛、水果、鸟群装饰了四面墙的房间，创造了一个延续连贯的

360°的园林景观壁画。）里墙上的画就是这种情况，其他的罗马别墅里也有类

似的图像。而通常被成为“视觉戏仿” （visual paraphrases）的“特定图像描

绘”（Specific picture depictions），则有几个种类。无论它们指的是单一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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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它的某些部分或某个特征、还是一组图像，其所指的对象总是特定的，在

这个意义上，这个对象可以在模拟它的图形空间之外被指出来。有两种方式可

以让特定的图像描绘在虚构的层次之间产生一种张力：要么是因为次要虚构级

别存在某种不确定性，要么是因为首要虚构级别的独立性存在某种不确定性。

第一种图像指称的是其他图像（或主题）的全部类型，例如马奈（Manet）的

《奥林匹亚（Olympia）》，暗示了戈雅、提香（Titian）等人的作品。此外，

还有一些图像虚构了其他风格，比如汉密尔顿在《毕加索的宫女》中取代毕加

索的“分析立体主义” （analytical cubism），并将其应用于毕加索从未如此处

理的主题中。最后，还有一些图像指称的是虚构的场景，比如辛蒂·雪曼

（Cindy Sherman）（译者注：是一位相当知名的美国女摄影师与艺术家，也是

一位电影导演，以自己出演所有摄影作品中的主角为特点且闻名于世。）所拍

摄的《电影剧照》里的好莱坞场景不对应任何真实电影。 

另一种指称行为的主体无法被确定的一般类型，是通过描绘特定的可被识

别的图像来表征的，比如毕加索、汉密尔顿以及威特金（Witkin）对委拉斯凯

兹《宫女》的变体。还有一种是描绘指称的是个人的刻板印象，或某个特定画

家的“理想类型（ideotypes）”，比如汉密尔顿的《毕加索的宫女》中典型的

公牛和粉色杂技演员，这些图像在毕加索的众多作品中都能找到，当然，在毕

加索对委拉斯凯兹作品的戏仿中却找不到。最后，次要图像功能的这个方面的

有限的例子是谢莉·丽文（Sherrie Levine）（译者注：美国艺术家，自 70 年代

开始，通过广泛的媒介重新诠释各种影像与物件，她涉足的媒介包括摄影、绘

画及雕塑等。她的创作围绕现代经典作品的挪用与转化，明目张胆地探究作者

权、原创性及文化影响力高高在上的地位。）的作品之后被称为“挪用图像

（appropriated picture）”的图像，这些所谓的作品只不过是以她自己的作品的

形式呈现出来的，别人作品的复制品。 

 

2.5 第四维度：社会历史方面 

把社会历史方面作为第四维度来讨论可能不是特别合适：它们很难被视觉

化为一个范围，而且它们实际上无处不在，并修改着其他方面。在一瞬间高度

修辞化的手法很多都变得如此广泛地被使用，以至于所有的修辞效果最终都会

消失。这就是布拉格学派模式中明确体现的修辞的这个方面。 

然而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修辞与图像范畴的相对性。图像符号可以以不

同的方式分为亚范畴（cf. Sonesson 1989b; 1992a）。首先，可以从“建构规则”

的视角来区分图像的种类，即指定表达面的哪些特性与传递的内容相关的规则，

反之亦然。从这个角度看，一张照片不同于一幅画和一幅剪纸；以及用传统的

艺术史术语来说，线素描（linear drawing）不同于绘画（painterly dra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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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图像种类的混合显然是修辞性的，比如一幅素描和一幅绘画的结合，一幅

油画和一幅水彩画的结合，或者一张照片和一幅画的结合，在许多现代主义和

后现代主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还可以根据图像所想要产生的“效果”（而不是实际效果，实

际效果可能不同，也无法真正知道）来区分图像的范畴。因此，在我们的社会

中，宣传图片（在其他事物中）是用来销售商品的，色情图片是用来激发性幻

想的，而讽刺画（caricature）据说会使被描绘的人受到嘲笑（cf. Sonesson 1988; 

1990）。这当然是一种纯粹的社会分类法。当新闻图片出现在广告的位置时，

如在贝纳通的宣传画中；或者如杜尚的《蒙娜丽莎》那样，讽刺画以艺术的形

式出现时，这些功能种类就会发生颠覆。 

第三，可以根据图像“流通”（circulate）的渠道区分图像的范畴。例如，

相较于宣传海报、壁画、电视图像或每周评论的插图，明信片需要遵循另一种

轨迹才能到达接收者。艺术可能也会凌驾于这些传播的规则之上，比如艺术作

品不是在画廊而是在购物中心展出，就像几年前卡斯莫小组所做的那样。虽然

这些划分是基于为经验所承认的范畴，但它们自身并不是“实证的

（empirical）”，而是必须考虑到理论的建构，不同范畴的共存。的确，基于

建构、预期效果、渠道和构造来区分的范畴的某些结合，往往在特定社会中频

繁地同时发生。因此，“纯艺术”，因为它出现于现代主义之前，所以包含了

一个特定的预期效果（“审美经验”），某些流通渠道（“美术馆”，“博物

馆”，“艺术书”等等），以及少量的接受模式的建构（“绘画”，“素描”，

“木刻版画”等等）。事实上，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可以被看作是打

破这种功能融合的一系列操作。所有生产出来的作品，特别是在现代主义的

“外向性趋势”下，都致力于消除西方艺术中建构、功能和传播的预期关联：

通过其历史可以得出，现代主义作品或艺术被认为是由任何不通过美术馆和博

物馆（传播种类）流通、具有审美功能（功能种类）的油画（建构种类）的东

西构成的。 

 

2.6 结论：修辞的核心 

在很多方面，本文读起来都像是对列日学派基本作品的脚注。然而在一些

方面，我试图超越这种基本的灵感，将修辞与视觉符号学其他领域的见解结合

起来。在第一部分中，无论是在人类学的普遍性层面，还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

生活世界中，我们都探讨了修辞学与理所当然的世界的关系，在以我们日常经

验为起源的基本范围中，尝试这确定哪些价值的排名最高。在第二部分中，我

们考察了一些关系，这些关系使修辞手法所造成的断裂的效果变得彻底，主要

表现为指示性、对立、虚构性和社会范畴。这只是一个开始：但这是一个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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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勃的模式。它的目的是解释为什么在特定的情况下，一些陈述会比另一些更

具有修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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